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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Earliest China’is essential in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natures of‘state’, China and the‘Earliest China’have been highly debated. To probe into
the‘Earliest China’, the related discussions, starting from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hezun vessel, should
center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cepts, and focus on the Huaxia civiliz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Earliest
China’was the rise of the Huaxia civilization in nature. The birth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his tribe
marked the rise of the Huaxia civi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China, which should be equal
to the‘Earliest China’.
Keywords：China, Huaxia, Yellow Emperor, Five Emperors

摘要：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追寻“最早的中国”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使命。目前学术界对于何为“国”、何为

“中国”、何为“最早的中国”等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出发，追溯“最早的中国”

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

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

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关键词：中国；华夏；黄帝；五帝

“最早的中国”新解

孙庆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古史重建是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初心，探寻

“最早的中国”是这项伟业的核心任务。近年

来，考古界先后有学者提出诸如“二里头文明最

早中国说”［1］“陶寺遗址最初中国说”［2］等代表性

观点，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但诸说并存，也

令学界及社会人士倍感困扰，难以抉择。本文试

图折衷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对“最早的中国”

提出一己之见，以促进学界对此重大问题的深入

思考。

一 “最早的中国”诸说辨析

所谓“最早的中国”，核心要素有三：一是

国，二是中，三是最早。因此其论证逻辑应该

编者按：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对“最早的中国”的时段及地域的确认，是中国考古

学关注的热点。目前对应考古资料，中国考古学界对“最早的中国”概念的理解仍存在较大分歧。本

刊编辑部邀约三位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入探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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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论证某类遗存或某遗址的文化发展高度已

经进入“国”的阶段，再论此遗存或此遗址并非

普通之“国”，而是“中国”，进而论述所论之遗

存或遗址是“中国”的初始阶段。这三者中，某

一遗址或文化是否已经进入“国”的阶段，有具

体可视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其年代是否为“最

早”，这是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问题，都不难判

断。唯有是否为“中”，纯属观念上的认识，未

必一定见诸于考古实物，因此最难识别。

在目前学术界，以许宏所主张的“二里头文

明最早中国说”最具影响，其立论依据主要是：

二里头遗址具有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

（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

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

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

肇始）、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

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

车的证据，由此可证二里头遗址是“公元前二千

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确城

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还

表现出“海纳百川，强力吸收”的特征，二里头

文化因素也大幅向外辐射，这些现象都标志着

“最早的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3］。

何驽是“陶寺遗址最初中国说”的主要倡导

者，他的论证逻辑是：首先提出都城考古判断标

准是“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

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

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

国库）和普通居民区”；然后强调陶寺遗址在上

述方面均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包括“回”字形双

城制都城、位于大城中部偏北的宫城、东南小城

内的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区（观象祭祀

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西北角的祭祀地祇的

“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城内东南部的手

工业区、城内西北部的居民区和宫城东侧的大型

仓储区，以及其他各类重要遗存和遗物如：大型

宫殿、凌阴、宫廷厨房建筑群；再根据“文尧”

朱书陶文和陶寺中期王墓ⅡM22出土的漆圭尺证

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地中”概念，最终论证“陶

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

“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

国’，甚至更早”［5］。

不难看出，许宏和何驽在论证二里头和陶寺

为都邑时，几乎没有交集，两人都是基于各自遗

址的特定内涵而立论的，都是依据遗址中相关考

古发现而“量身打造”了若干条都邑鉴别标准。

都邑判别标准的自我设定，就必然导致对何为

“中国”的各自表述与无序竞争［5］。

比如，对于何为“中国”，许宏是这样认为

的：

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

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

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

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

他性的核心。……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一七○○
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

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

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

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

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

“前王朝时代”［6］。

按此，许宏所说的“最早的中国”是指最早

的“王朝国家”，反映的是“国家”的发展高

度，无王朝则无“中国”。至于为什么“中国”

一定是指“排他性”的“广域王权国家”，许宏

并未加以论证，而只是以他“倾向于”一笔带

过。至于这个“二里头国家”是中国历史的哪个

阶段，许宏也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而何驽对于“中国”的理解则是：

“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

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

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

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

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

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

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

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7］。

所以，何驽所说的“中国”则是指“地中之 45



中
原
文
物

C
U
L
T
U
R
A
L

R
E
L
IC

S
O
F

C
E
N
T
R
A
L

C
H
IN

A

都、中土之国”，与许宏的“广域王权国家”几

乎无涉。陶寺遗址之所以是“中国”，起决定性

作用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而非其文化发展高度。从

这个意义上讲，何驽所理解的“中国”才具有真

正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集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使命，就一般认识而

言，“探源工程”的核心任务就应该是要寻找

“最早的中国”。但从公布的成果来看，“探源工

程”似乎有意回避了这一问题，其研究团队认

为：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

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

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

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

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

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8］。

这实际上是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分为三

个阶段：距今5800年前后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距

今5300年前后“满天星斗”分布的文明体；距今

3800年前后的“最早的中国”。“探源工程”首席

科学家王巍也曾经提出过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

个阶段，分别是：邦国、王国、帝国［9］。他对

“探源工程”成果的相关阐述也与此观点相呼

应，如他指出：

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

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遗址开展的大规模

考古调查和对重点区域的发掘，以及各个地区的

中心性遗址（如安徽凌家滩、辽宁牛河梁等）的

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

在距今5300~4000年期间，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

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

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专门

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

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

文明的最初阶段——古国文明的阶段［10］。

这段论述可以视为是对上古时期“天下万

邦”的考古学描述，良渚、石家河、陶寺等都邑

性遗址的共存，正是“邦国林立”的真实写照，

是“古国文明的阶段”。“大约在距今 4300年前，

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开始显现

出领先的态势”，这一表述明显是要突出陶寺遗

址的重要性，意指中国早期文明已经进入“邦

国”时代。“探源工程”最终指出，“距今3800年
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

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

核心与引领者”，这自然是就二里头遗址的文化

内涵而言的，强调中国国家形态在二里头文化时

期迈入“王国”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

中国”。

二 从“宅兹中国”看“中国”

从以上的辨析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于何

为“国”、何为“中国”、何为“最早的中国”其

实存在很大的分歧，原因在于学者们对这些主体

概念的属性及内涵缺乏共识，表述具有一定的随

意性［11］。“中国”之“国”究竟是指前王朝时期

的“古国”或“方国”，还是必须为王朝国家；

“中国”之“中”究竟是指地理方位，还是指文

明高度，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理解。研究者对

“中国”的各自理解和表述，已经阻碍了研究的深

入，亟需进行概念梳理，建立起共识的话语基

础。我们认为，正确理解“中国”和“最早的中

国”，必须回到相关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而不能

仅以特定的考古材料或学者的个人标准为准绳。

众所周知，西周初年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

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但毫无疑

问，“中国”观念并不始于何尊，这一点从西周

初年周人对成周的称呼上即可证明。

与何尊“宅兹中国”说法可以相印证的是

《尚书·召诰》和《逸周书·作雒解》的有关记

载，其中《召诰》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

中”，《作雒解》则称“（周公）及将致政，乃作

大邑成周于中土”。“土中”“中土”“中国”，说

法虽然不同，但意思显然是一致的，都是强调成

周为“天下之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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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周人又称成周为“东国”和

“东土”，如《尚书·康诰》称“惟三月，哉生

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洛诰》称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

土，其基作民明辟”。

成周既是“中国”和“中土”，又是“东

国”和“东土”，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所谓

“东国”和“东土”，这是周人从本族立场出发而

言的，周人习惯上自称其居地为“西土”（《尚

书·牧誓》《尚书·康诰》《尚书·酒诰》），其

人为“西土人”（《尚书·大诰》）或“西土之

人”（《尚书·牧誓》），相对而言，成周自然是

“东国”或“东土”，这是对成周地理位置的客观

描述。成周称“中国”和“中土”，则是周人沿

袭的三代旧说，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洛阳盆地的伊

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

解》），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

记周公营成周的过程为：“成王在丰，使召公复

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

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

均。’作《召诰》《洛诰》。”在这里，周公强调洛

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

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

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

征物，而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了天下万邦对此

种正统的广泛接受。

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

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

承，这就充分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

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

国”。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

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

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高度

的自我标榜。正是缘于“中国”的这种实质，

“中国”的称谓是可以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减，特

别是政权的更迭而转移的，比如在殷墟卜辞中，

商人自称其国为“中商”，“中商”就是“中

国”，只是把普通名词“国”改为专有名词

“商”而已。此外，在卜辞中商国有时也称“大

邑商”和“天邑商”，邑就是国，“大邑”和“天

邑”即“大国”和“天国”，也都是“中国”的

同义词［12］。殷周鼎革之后，原本力量弱小、被商

人役使的“西土之人”——周人，也每每以“中

国”自诩，陶醉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诗经·大雅·民劳》），主张“德以柔中

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鄙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

之”（《史记·秦本纪》）。长此以往，到春秋之

世，“中国”已经完全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

“华夏”的异称，是中原华夏诸国对自身文明程度的

自矜，也是他们与四方戎狄的文化区隔。

成周称谓上的这种双重性，充分证明“中

国”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所谓的“中

国”其实就是“国上之国”，“中”与具体方位无

涉，而是特指某一历史阶段的文明制高点，是

“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但是，三代以

降，由于夏、商、周三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继

崛起，先后建立自己的王朝，从此一举奠定了中

原华夏文明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统

性。这种必然性是历史的自然选择，正如林沄先

生所指出，夏商周三代诸侯制的实质是方国军事

联盟，“夏、商、西周的王，不是中央集权大国

的统治者，而只是‘国联’的主席，更是多国联

军的总司令”［13］。因此，夏商周先后为“中国”，

既是对同一政治传统的认同，也以各自超强军事

实力为保障，两者缺一不可。

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

期都邑，从而为“有夏之居”“中国”说提供了

关键性的考古学证据，这是对成周“中国”说的

考古学诠释，意义极其重大。许宏先生虽然是二

里头文明“最早中国”说的首倡者，但他始终坚

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迄今并不接受二里头

遗址夏都说，并且有意回避二里头文化的族属问

题，这实际上就失去了探讨“中国”问题的基本

前提了。事实上，许宏先生观点的准确表述应该

是——“二里头文明是一个目前在考古学上可以

鉴别出来的最早的王朝国家”，但不能称其为

“中国”，更谈不上“最早的中国”。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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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

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

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

“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

突显。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夏称“中国”已无疑

义，但此种观念是否能够继续向前延伸，或者

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华夏文明是否已经领先

于“天下万邦”，以下试作分析。

三 从《五帝本纪》看“最早的中国”

要了解夏代以前的历史，《五帝本纪》是最

重要的文献材料。《史记》十二本纪的写作方式

及编排，体现了司马迁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划分

的“三段论”——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五

帝时代”，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

《秦本纪》为代表的“三代”，以及以《始皇本

纪》及汉初诸本纪为代表的秦汉帝国时代。

《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其宗旨在于效

仿孔子作《春秋》，“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

止，自黄帝始”（《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

公以五帝为中国古史的开篇必然自有深意。《太

史公自序》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

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

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很显然，在

司马迁看来，相比于此前渺茫的历史，五帝时代

已经发展出相当高的文明，足以为“万世载

之”。《太史公自序》又称：“维禹之功，九州攸

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

条。作夏本纪第二。”在此，司马迁明确指出中

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和之前的五帝时代是同一文

明前后踵接的两个阶段，禹画九州的历史功绩是

“光唐虞际”，是对五帝时代开创的华夏文明的接

续与发展，因此夏代必然不是“中国”的开端，

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必然要求之于五帝时代。

以下我们来逐一分析“五帝”的文明化程

度，以此为基础来追寻“最早的中国”。

（一）黄帝

黄帝乃“五帝”之首，据《五帝本纪》，黄

帝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的拥

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

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

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征蚩尤，既靠“治五

气，艺五种”，通过发展农业来壮大自身实力，

也靠“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俨

然就是林沄先生所说的“多国联军的总司令”。

与此同时，“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先

后打败蚩尤和炎帝，赢得和迫使“诸侯咸来宾

从”，这也和三代之君征伐不臣诸侯颇相类似。

此外，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

“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举风后、力牧、

常先、大鸿以治民”。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帝之

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

（二）帝颛顼

《五帝本纪》对帝颛顼的记载极为简略，远

不如黄帝详备，其文曰：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

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

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

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

属。

这段记载虽然简略，但内涵丰富，特别是着

重突出了帝颛顼在宗教领域对黄帝时代的超越，

即“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

祀”，这正与《国语·楚语下》所载帝颛顼命南

正重、火正黎“绝地天通”的宗教变革可以相呼

应。帝颛顼的时代，实际上就是华夏族首领对世

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垄断的时代，由于实现了君、

巫的有机统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华夏族天下共

主的地位，由此达到“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

月所照，莫不砥属”之境界。因此，帝颛顼时代

的“中国”必然也是中原华夏古国。

（三）帝喾

从《五帝本纪》的记载来看，帝喾几乎是帝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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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顼的翻版。在世俗权力方面，帝喾“取地之财

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在宗教领域，

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结

果自然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揣摩太史公文意，相比帝颛顼，帝喾时代的

进步主要表现为“德”的萌芽。如称帝喾“仁而

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又称“其色郁

郁，其德嶷嶷”。由此观之，帝喾之国不仅兼具

世俗权力和宗教力量，更有人文精神的滋生，必

然是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国”。

（四）帝尧

相比黄帝、帝颛顼和帝喾，帝尧事迹更为显

明。《五帝本纪》概括帝尧功绩为：“能明驯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

和万国。”所谓“亲九族”是指宗族或部落内部

关系和谐，“章百姓”则是妥善处理与异姓部族

的关系，因为内部和外部关系都已“昭明”，帝

尧自然能够“合和万国”，成为天下共主了。值

得注意的是，帝尧“亲九族”和“章百姓”的基

础都是“驯（顺）德”，表明萌芽于帝喾时代的

德之观念在帝尧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能反映尧为天下共主地位的证据是尧舜之

间的禅让，《五帝本纪》先记载尧对舜的考察：

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

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

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舜被确定为法定继承人之后，舜的上位仍颇

为曲折，《五帝本纪》记载：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

子 之 政 ， 荐 之 于 天 。 尧 辟 位 凡 二 十 八 年 而

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

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

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

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

舜。

学术界普遍相信，尧舜禅让的实质是上古时

期的君位推选制［14］。从上文的描述来看，有两点

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舜要“受终于”尧的“大

祖”，也即在尧的祭祀之所受帝尧之命，确立法

定继承人的身份；二是舜避帝尧之子丹朱于“南

河之南”，最后要“之中国践天子位”。《史记集

解》 引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

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

国。”尤需注意的是，以司马迁之春秋笔法，这

里的“中国”必然不是随笔而书，而应该是他袭

用的历史成说。换言之，在“有夏之居”中国说

之前还曾经广泛存在尧舜之都为“中国”的说

法，只不过在夏王朝建立之后，尧舜之都“中

国”说才逐渐湮灭。特别是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

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为尧都“中国”说提供

了至为关键的考古学证据。尤其是目前黄帝、帝

颛顼和帝喾在考古学上尚未得到确证，陶寺遗址

堪称是考古学上的“最早的中国”。从文化内涵

上讲，陶寺文化“已具备从燕山以南到长江以北

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多种文化因素的汇

聚，“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

周放射”，充分证明在“中国”诞生伊始即具有

极其强大的包容性［15］。

（五）帝舜

据《五帝本纪》，与帝尧相比，因为帝舜任

用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

益、彭祖等“二十有二人”，真可谓“五湖四

海”，“兼容并包”，所以“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

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德政至此臻于完

备。

帝舜时代的“中国”仍然是在晋南的尧都：

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

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

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

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乃至于文

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

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

舜与四岳相谋的场所——“文祖”，按郑玄

的解释，“犹周之明堂”。值得注意的是，《太平

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称“（禹）受禅

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舜和禹在受禅

让之后均与尧之旧地发生了某种联系，说明尧都

为“中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其继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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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不继承和维护这种地理正统。

综上，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一以贯之，

不能分割的有机整体，通过五帝事迹概述了前王

朝时期华夏文明演化的三个阶段：黄帝，标志着

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帝颛顼

和帝喾，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君

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帝尧和帝舜时期，

“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

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在此文明链条

中，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

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

上的“最早的中国”。

黄帝时代的“中国自觉”，在考古学上表现

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呈现出一个

以中原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16］。

半个多世纪前，苏秉琦先生就已指出，以华山为

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

华族的诞生，庙底沟彩陶所流行的玫瑰花就是华

族得名的由来，“华”是尊称，以区别于其他族

群，是高人一等的具体表现。华山玫瑰—陶寺磬

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化

总根系的直根系［17］。近年来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大型墓

葬，真切地反映了黄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

“最早中国”的瑰丽与繁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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